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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恨赋》为江淹的代表作之一，与《别赋》并称，然其意
蕴历来难解。明人叶良佩《吊古赋序》便说：“尝读江文通
《恨赋》，而莫喻其意。夫文通之恨，尠矣！奚以赋为？乃予
读之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1〕（P147）叶良佩坦陈，虽
然读后若有所感，但的确不理解江淹为何写作《恨赋》，以
及《恨赋》的底蕴究竟为何。
清人陶元藻则是以质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其

《书江淹〈恨赋〉后》认为《恨赋》“全篇皆病”，“不如《别赋》
远甚”，而归因于江淹选择失当：其当选而不选者，“如勾践
忘文种之功，夫差拒伍胥之谏，荆轲不逞志于秦王，范增竟

见疑于项羽，此皆恨之大者，概置勿论”；不当选而选者，如
秦帝、赵王、冯衍、嵇康：“秦王无道，固宜早亡，毕命沙丘，
人心所大快者，何恨之有？若赵王受虏、敬通见黜、中散被
诛，自周秦两汉以迄于齐，类此者不胜枚举焉”。此外，《恨
赋》所写李陵、昭君事过于粗略，未能准确揭示出二人恨之
所在，亦为陶元藻所诟病。〔2〕（P552）陶元藻的批评并非无
据，但江淹为何会作如此选择，陶元藻显然无法解释。在某
种意义上说，陶元藻与叶良佩其实不乏相似，即都意识到

《恨赋》有其费解、难解之处，只是各自的表述不同而已。
也有认为《恨赋》并不难解的，比如最早给《恨赋》作注

的唐人李善。依李善所作解题，江淹之作《恨赋》，乃是抒发
对“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的感慨。〔3〕（P744）不过李善
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江淹真是借《恨赋》代古人申恨，那
么他以汉朝苏武、娄敬二人事典注“迁客海上，流戍陇阴”
两句便于理不通，盖苏、娄二人皆非“伏恨而死”者，与李
陵、昭君等抱憾终身的情况迥然有别，江淹为何要将其写
入《恨赋》？再如以编辑《六朝文絜》见知于世的清人许梿，
所作《恨赋》眉批将其内容归纳为“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
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
恨”，〔4〕（P35-37）看似简洁明了，清晰易解，其实多有疏漏，经
不起认真的推敲。譬如《恨赋》所述古人之恨，究竟是八事
还是六事？所谓“贫困之恨、荣华之恨”是否可与秦帝、赵王
等六人之恨并列？又清人孙梅评《恨赋》云：“古来言恨，不
止数人，特求极著者言之耳。秦帝、赵王，一兴朝之天子，一
失意之诸侯；李陵、明妃，一名将生降，一美人远嫁；敬通、
中散，一抱用世之才，一具遗荣之志。六事两两相比，不犯
重复，故见作法，岂止以铺叙见长者。列古事又泛叙一段，
赅括其余，一当困扼之涂，一在亨通之地。要归一死，何恨
如之。”〔5〕（P61）所说虽较许梿批语圆通，但若作为江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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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等人的理由，仍不足以服人。
以上各家所论除叶良佩外，似乎都相信江淹只是发

思古之幽情，而不及江淹自身的现实感受，至今人读《恨
赋》始关注其与江淹所处时代、社会及生平经历之关系。
如钱钟书《管锥编》论《恨赋》即引陶元藻文，谓“评甚中
肯”，同时指出：“惟‘宜吉反殃’云云，是仅许旁观代恨，而
不尽许当局自恨也，全背淹谋篇所谓‘伏恨’、‘饮恨’之
意”。〔6〕（P1413）与前人相比，钱先生不仅注意到江淹在《恨
赋》中自称“仆本恨人”，更看出江淹其他作品“亦多恨人之
怨嗟”，如《别赋》、《泣赋》、《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哀
千里赋》等，均与《恨赋》存在某种关联。正是有见于此，钱
先生明确肯定了江淹之作《恨赋》并非仅代古人申恨，作者
自己的人生失意之感才是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6〕（P01411）

钱先生此说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江淹研究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受钱钟书上述观点的启发，学界普遍认为，既然

《恨赋》与江淹《别赋》等作品关系密切，那么这些作品理应
作于同一时期，结合江淹经历来看，被黜吴兴时写作的可

能性最大。不过，江淹究竟为何而恨，《恨赋》具体因何而
作，钱先生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由于对江淹生平事迹缺乏深入的了解，故即便肯定

《恨赋》为江淹有感于现实之作，仍不免于曲为之解乃至郢
书燕说。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期间曾担任上海市
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的朱永嘉，近年在其博文中披

露了毛泽东晚年读《恨赋》的一段故实，称毛泽东不赞成将
“武力未毕”解释为“指秦始皇尚未完成驱逐匈奴等事业”，
认为原文有误并作批示：“‘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存有误
字。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
毕’呢？”朱文还提到“宫车晚出”一句的注释，认为本当注
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等为
立胡亥秘不发丧事，但鉴于当时特殊情况不便直言，于是

注为“借以指皇帝死亡”。①之所以引述这段故实，不仅因为
这是曲解之一例，还在于由此可以看出导致今人曲解的一

个重要因素，即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中，秦始皇作为统一中国的“千古一
帝”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种理解的前视野决定了当时
读者普遍相信《恨赋》中的秦帝是江淹代为申恨，甚至是
称颂赞誉的对象。发表于 1979 年的《读江淹〈别赋〉〈恨
赋〉》一文即延续了这一认识，文章称江淹“高度评价了秦
始皇的统一事业”，“希望有秦始皇那样怀有统一全国的
雄心壮志但又不耽于佚乐的人物来完成国家的统一”。
“《恨赋》的积极社会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各种典型的艺术
形象引起人们对当时分裂和战乱局面及其造成的尖锐矛

盾的深思，从心灵深处唤起人们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

渴望”。〔7〕（P131-132）如此解读，《恨赋》的思想意义是提高了，
但江淹写作《恨赋》的真实动机也随之被遮蔽了。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恨赋》的解读仍止于表层，基本
上还是沿袭清人的观点，至多是在写作时间及与江淹贬谪

经历之关系方面稍有推进，然悬而未决、疑似之间的问题
不减反增。比如说，我们相信仕途失意、亲友亡故是江淹写
作《恨赋》的主要诱因，却无法解释赋中为何完全不用先前
相关悼亡事典，更无法回答陶元藻对江淹如此选择的质

疑。又比如说，我们相信《恨赋》与《别赋》等同作于江淹被

黜吴兴时期，且《恨赋》先作，《别赋》后出，但对于二赋具体
的写作时间却难以考定，也难以厘清《恨赋》与江淹其他相
关作品之间的联系。此外，诸如“武力未毕”、“宫车晚出”之
类文字究竟应当作何解释，以及所谓类型化写作是否可以

视为《恨赋》之艺术特色，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而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还是江淹

写作《恨赋》的动机，亦即叶良佩所问：“奚以赋为？”

二

其实，关于《恨赋》之写作动机，江淹一开始就作了交
代：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
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②

可惜历来读者大多只关注后两句，而忽略了前五句，尤其

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两句所传达的愤激之情。很显然，
江淹之所以会联想到那些“伏恨而死”的古人，起因乃在眼
前所见荒原上散落的骨骸，拱木下掩埋的死者。那么，这里
说的“蔓草萦骨，拱木敛魂”，是泛写，抑或实有所指？按照
时下流行的解释，江淹之作《恨赋》，是因为遭受到挚友、爱
子、妻子相继亡故的打击，再加上身处贬谪之地所萌生的
悲戚不平之感。这当然不失为一说，但问题在于，从江淹
《伤友人赋》、《伤爱子赋》、《悼室人十首》等作品来看，虽然
颇多痛惜、悲伤之情，但并没有《恨赋》那种溢于言表的愤
激（《伤友人赋》所言“何人遥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两句，
与《恨赋》之“人生到此，天道宁论”颇为相似，然语气远较
《恨赋》平和）。最主要的是，如果江淹之恨仅限于此，那么
当他“直念古者”时，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诸如“范式哭
友”、“夷甫伤子”或“奉倩悼妇”之类故实，而不该是秦帝、
赵王这些所谓“兴朝天子”、“失意诸侯”。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有一段议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

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
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
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
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
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
邪？〔8〕（P2124-2125）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老子·七十九章》，本以谓天道
无所偏私，唯合道者与之。司马迁所说“善人”实非老子本
义，他之质疑天道，是有见于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现实，

借伯夷、盗跖之事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江淹《伤友人
赋》之“天道匪存”，《恨赋》之“天道宁论”，应该就是有取于
此。只是前者意思较为显豁，因友人袁炳之早亡，好人不得
善终而疑天道之不存；后者则较为含混，其所指涉是否兼

有司马迁所说双重含义，单凭《恨赋》开头一段尚难判定。
我们再看接下来写秦帝之恨一段：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
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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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此段可以讨论者，除上文提到的“武力未毕”、“宫车晚出”
外，还有“秦帝按剑”四字。据李善注，“秦帝按剑”语本《说
苑》，而《说苑·正谏》篇记：长信侯嫪毒与太后私通，恃宠而
骄，始皇乃诛杀嫪毐并其与太后所生二子，迁太后于雍，大

臣以太后事劝谏者亦诛杀之。齐人茅焦冒死求见秦始皇，
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茅焦至前再拜谒
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
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
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
“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
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
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

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
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9〕（P216）

虽然秦始皇最终接受了茅焦的意见并尊之为上卿，但

此处“按剑而坐，口正沫出”秦帝显然不是作者称誉的对
象，更何况下文茅焦直接称其有狂悖之行、嫉妒之心、不慈
之名、不孝之行、桀纣之治。那么，江淹如此描述秦帝形象，
是无意抑或有心？

“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的情况与此相似。“华山为
城，紫渊为池”两句，李善注引贾谊《过秦论》：“践华为城，
因河为池。”而《过秦论》后文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
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

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
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
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8〕（P283）若从贾谊所论，则
“武力未毕”便可解释为指秦始皇只会凭借武力暴虐天下，
却不能行仁义之道以治国安邦。循此思路，所谓“方架鼋鼍
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亦可理解为是借周穆王之事暗喻
秦始皇开疆拓土，征伐无已。相应地，“宫车晚出”一语也并
非如旧注所言仅指皇帝驾崩（此解实与“一旦魂断”同义，
有叠床架屋之嫌），而毋宁说语涉双关：既可以理解为是替

秦帝抱憾———纵然如秦帝权倾天下，显赫一时，到头来终
不免一死；也可以理解为语含讥刺———正因为秦始皇如此
行事，故当其毕命沙丘，便被藏尸凉车，腐臭而不得安葬。
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江淹对秦始皇的描

状似乎有意含糊其辞，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效果，无怪

后人读之会生歧解，甚至疑其误字。
上文曾指出对秦始皇的正面评价构成了今人解读《恨
赋》的前视野，古人虽未必认同秦始皇之作为，但至少他们
相信江淹是代包括秦始皇在内的古人申恨。事实上，迄今
为止所有注解都是以此为前提的，但我们果真能够确认，

江淹本人对秦始皇就一定是持肯定态度么？如果实际的情

况与之相反，我们又该作何解读？

写赵王之恨一段同样令人费解。即便如许梿所说作为
“列侯之恨”的代表，可选之人固多，为何偏偏是赵王？李善
注“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两句道：“《淮南子》曰：赵王
迁流房陵，思故乡作山木之呕，闻者莫不陨涕。高诱曰：赵
王，张敖。秦灭赵，虏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山木之呕，
歌曲也。”〔3〕（P745）《淮南子·泰族训》所说“赵王”即赵国末代

国君幽缪王赵迁，秦王政十九年（前 228），赵国为秦兵所
破，赵王被掳。《史记·赵世家》略记其事，而司马迁篇末赞
论转述冯王孙语：“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
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
开”。〔8〕（P1833）据此，历史上的赵王迁并不是一个值得后人
同情的对象，恰如陶元藻说“秦王无道，固宜早亡”一样，赵
王迁一庸碌之辈，其亡国被掳势在必然，实在没有理由为

之抱憾。至于高诱注称赵王为张敖，当属误记。张敖为汉初
名臣张耳之子，嗣位为赵王，高注既言“秦灭赵，虏王”，则
其非张敖可知。不过，《恨赋》所写赵王是否肯定与张敖无
关，尚需存疑。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张敖尚高祖长女
鲁元公主，高祖尝过赵，张敖执子婿礼待之甚恭，而高祖对

之则颇为倨傲，由此引发张敖家臣贯高等人不满，意欲行

刺高祖。事发，张敖被捕，贯高等人随之前往京城，力辩张
敖实不知情，高祖乃赦张敖，而贯高自杀以谢罪。检《江淹
集》可知，江淹对《淮南子》、《史记》颇为熟悉，故上述相关
记载，江淹必曾见之。那么，江淹何不扣紧《淮南子》所记写
赵王故国之思以展示其恨？“薄暮心动”云云，原属想象之
语，而谓其“千秋万岁，为怨难胜”，实在过于勉强。《恨赋》
如此行文，其真实意图究竟为何？

总之，通过对《恨赋》写秦帝、赵王两段的细读，尤其是
通过对其典源的考索，可以看出江淹笔下之字面意义与其

实际指向存在着某种背离关系，每当我们据其用典试图有

所寻绎时，却发现被导向某个并非预期的所在，仿佛话里

有话，弦外遗音。联系《恨赋》篇末所云：“自古皆有死，莫不
饮恨而吞声。”或许，江淹写作《恨赋》另有隐情，他说出的
其实并不是他真正要说的。

三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江淹欲言又止，悲愤不已却

又只能忍气吞声呢？结合江淹被黜后所作文赋及相关史传

记载来看，最合乎情理的解释，莫过于建平王刘景素之死。
我们知道，刘宋元徽二年（474）夏秋之际，江淹因劝谏

建平王被黜为吴兴令，先后写有《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
平王》、《泣赋》、《倡妇自悲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
北归赋》等文赋，其中除了自责之外，更多的是表达对建平
王的眷念及思归之情。尤可注意者，是此时的江淹每每以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逐臣屈原自况，这无疑表明江淹并
未因被黜而自远建平王，他对建平王仍存有希望。然而事
态的发展却出乎江淹的意料，元徽四年七月，镇守京口（今

江苏镇江）的景素误信京城已乱的情报，仓促起兵，而京城

方面早有准备，遂大举兴兵征讨。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再加上景素本无统军之才，手下将领又各怀异心，故前后

不到十日便兵败被杀，年仅二十五岁。此事《宋书·文九王
传》记叙甚详，并提到景素被杀后，“即葬京口”。是年岁末，
指挥平定景素之乱的齐王萧道成将江淹自吴兴召回。次年
春，江淹回到京口，“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江淹《自
序》），至七月方入萧道成幕下任功曹参军之职。
另据笔者考证，古小说《燕丹子》实为江淹向建平王建

言之作，意在劝谏景素等待观望，暂缓举事。小说中鞠武语
太子丹：“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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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及荆轲之言：“今天下强国莫强
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
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正是江淹据
于当时形势给建平王的建议。而小说中欲报仇雪耻的燕太
子丹和“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的秦王，则是现实中建平王
景素和后废帝刘昱的化身。③

追随多年的旧主建平王最终竟然落得如此结局，江淹

心头的创痛可想而知，尤其是当他回到京口，得悉建平王

起兵及被杀之始末后，再回想当初劝谏建平王之语，他该

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感受！本文开头曾引叶良佩语，谓“读之
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实在是一语中的。而更令江
淹难堪的是，萧道成的召回令将他置于了一个两难之境。
一方面，能够得到萧道成的赏识为其所用，免受景素谋反

事件的牵连，江淹应该心存感激；但另一方面，毕竟建平王

对江淹有知遇之恩，而萧道成则是讨伐景素的主帅，客观

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江淹对此又怎能轻易释怀。回到
京口的江淹之所以“守志闲居”将近半年，原因或许就在于
此。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江淹才会既写出“窃值
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还故国》）那样称颂执政者的诗句，
同时又作有《无为论》，明确表示不愿出仕。
现在再来看《恨赋》，问题就比较明朗了。首先，“试望

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三句，并非泛写，而极有可能为
江淹目睹之实景。景素既葬于京口，以当时之情势，必是草
草掩埋于荒郊野外，如此江淹完全有可能私下前往凭吊。
京口北依长江，多有冲积平原，而吴兴属武夷山脉，地势起

伏，故“试望平原”云云，或可为《恨赋》作于京口之佐证。相
应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八字也就可以落到实处，对比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所论，可知江淹此语实兼有双重
含义，即既痛感于建平王之积仁洁行却惨遭杀戮，又愤激

于狂凶失道之后废帝竟无恶报。而江淹自谓“恨人”，固然
不无其丧子亡妻之痛，但真正令他“心惊不已”的还是景素
之死。他恨景素不听己劝，贸然举事以致兵败被杀；更恨迫
于形势不能公开为建平王鸣冤，甚至不能为之写一纸悼

文。江淹只能将目光转向那些同是“伏恨而死”的古人，借
替古人申恨来抒发其难言之隐并自我排遣。其次，江淹之
所以首选秦帝、赵王，用意正与《燕丹子》以秦王、燕太子丹
指代后废帝、建平王相同。如前所述，今人相信江淹代秦帝
申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大功而理

当予以肯定，但《燕丹子》中的秦始皇却无疑是一个负面的
形象，而且我们在江淹文集中找不到任何对秦始皇持肯定

态度的证据。事实上，在包括江淹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古
人的心目中，秦始皇的暴君形象已是根深蒂固，故用以指

代狂凶失道之后废帝自然顺理成章。至于以赵王指代建平
王，关联主要有二：一是赵王迁之亡国被掳，原因乃在听信

谗言诛其良将李牧，这与建平王拒纳江淹建议具有某种可

比性；二是赵王张敖之被诬谋反，其情形与建平王或不乏

相似。据《宋书·文九王传》，景素被杀后，曾任建平王记室
参军的王螭、主簿何昌禹上书为景素鸣冤，此事江淹亦应
知晓，故赵王之入《恨赋》，几可谓不二人选。再次，《恨赋》
对秦帝、赵王所作描述，适与江淹之用意相契合。诸如“秦
帝按剑”、“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不过是江淹有
意设置的一个路标，倘若读者仅驻足于此，不作深究，那么

很容易认同许梿所做概括，以为就是表现“帝王之恨”、“列
侯之恨”；而如果读者按其指示继续前行，便不难发现江淹
其实另有所指。又如写赵王“千秋万岁，为怨难胜”，看似说
赵王怨恨无已，实际上“怨”乃“冤”之谐音，“为怨难胜”即
“为冤难胜”。显然，江淹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对建平王之死的异议。
如果上述解释可为一说，那么《恨赋》后半部分选择李
陵等四人也就有迹可寻。对于置身于两难之境的江淹来
说，此时他内心最大的纠结无疑是出处去就问题，而李陵、
昭君、冯衍、嵇康四人的境况正分别代表了江淹四种可能
的选择。④

一是接受萧道成的征召，这无疑会令江淹背上背主求

荣的骂名，恰与李陵降北的情形相似。二是投奔北朝，远走
高飞，从此不再与刘宋政权有任何牵连，这与昭君远嫁，老

死塞外差可比拟。三是就此退隐山林，结庐人境，一如东汉
冯衍之“闭关却扫，塞门不仕”，过一种“脱略公卿，跌宕文
史”的闲居生活。四是拒绝与萧道成合作，公开为建平王鸣
冤，则其结果很可能如嵇康之下狱，甚至被处死。
也正因为如此，《恨赋》对李陵等人的描写便未拘泥于

史实，而有意突出了其与不同选择的关联点。前述陶元藻
《书江淹〈恨赋〉后》不解江淹用心，认为《恨赋》所写李陵、
昭君之事过于笼统：

李陵之恨，始在五将失道，兵尽矢穷，以致被擒异
域；继在误绪为陵，戮其父母妻子，以致无路可归，不
成曹沫之功，卒陷通天之罪，不能写得淋漓剀切，反使
李陵不忠之由沉埋终古。明妃以毛延寿颠倒真容，遂
致绝宠君王，失身塞外，痛心疾首，其恨全属于斯；今
只言“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凡出塞者人人如此，即乌
孙公主、蔡文姬，何尝不领兹凄楚？岂独明妃？〔2〕（P552）

如果江淹只是代古人申恨，陶元藻所评自然不差，但江淹

本意实在摹其“恨人”心态，故于史实多有忽略。以李陵而
论，江淹的关注点主要在其“名辱身冤”的境况，以及李陵
内心的痛苦（“拔剑击柱，吊影惭魂”），和“心留雁门”、“誓
还汉恩”的心愿。这正是江淹当时心态之一端。昭君出塞事
亦然。《恨赋》所写：“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
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
域。”其实不过是江淹借昭君情事遥想自己选择投奔北朝
后之心境、结局。下文写冯衍、嵇康同样如此，冯衍为何见
抵，嵇康为何下狱，江淹未置一词，真正令他嘘唏不已，引

为同调的是二人抱恨而终的命运。就是说，无论作何选择，
归顺也罢，出走也罢，隐居也罢，抗争也罢，最后的结局并

无分别，都是伏恨而死，抱憾而终。在所谓“名将之恨、美人
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的叙写背后，是江淹对自己将
何去何从的思考。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一段，仍是江淹自况。上文
提到李善以汉朝苏武、娄敬二人事典注“迁客海上，流戍陇
阴”于理不通，实际上江淹乃是借古代迁徙之人暗喻自己
被黜吴兴的遭遇。而所说孤臣孽子，亦只是就江淹其时之
境况而言。孤臣者，谓景素已亡，失其旧主也；孽子者，谓改
投萧氏，实同庶出也。“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衿；亦复
含酸茹叹，销落湮沉”。与其说是概述“贫困之恨”，不如说
是江淹的自我写照。至于“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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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数句，实由鲍照《芜城
赋》化出。对比鲍赋所写前后之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
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而战乱之后，“皆薰歇烬
灭，光沉响绝”，“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不难看出二者
极为相似。是知江淹此语亦如鲍赋，旨在写代谢盛衰之变，
并抒发世事沧桑之感，实非“荣华之恨”所能概括。

四

由此便须论及江淹《恨赋》与鲍照《芜城赋》之关系。
就笔者所见，最早指出《恨赋》受《芜城赋》影响的，大

概是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1989）一书。曹先生注
意到江淹《恨赋》、《别赋》与其《青苔赋》存在某种关联，而
《青苔赋》又与《芜城赋》颇多相似，“很可能《青苔赋》之作
是受了鲍照的启发，而《恨赋》、《别赋》又是发挥《青苔赋》
的一些情节”。譬如“《青苔赋》中‘痛百代而恨多’亦即《芜
城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及‘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的意思，而这一思想又正是《恨赋》的基调。《恨赋》以‘自古
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亦不过发挥《芜城赋》篇末
之意”。〔10〕（P168-169）此后认同者渐多，如赵乃增《总制众善
博综杂变———略论江淹辞赋艺术》一文认为：《恨赋》首尾
之某些用语、意象“纯从鲍照《芜城赋》末段化出”，“江淹
《恨赋》无疑从鲍照《芜城赋》末段‘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
赋意中获得了灵犀一点的艺术启迪”。〔11〕（P78-79）又俞绍初、
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亦称“江淹赋作更多更直接地
接受了鲍照的影响，如以《恨赋》与鲍照《芜城赋》比较，不
仅两赋都用了许多四字句和小部分六字句，句法都力求整

齐，而且部分词句也颇相似”。〔12〕（P6）

《恨赋》与《芜城赋》之间的确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但
以上三家所论，似尚有可以进一步商榷者。如《青苔赋》是
否在《芜城赋》与《恨赋》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或
《恨赋》所受《芜城赋》影响乃是由于发挥《青苔赋》的结果？
又如《芜城赋》对《恨赋》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某些语言、意
象，只是某种“艺术启迪”？或者只是句法？事实上，如果认
真比对二赋，我们会发现《芜城赋》对《恨赋》的影响远较
《青苔赋》明显，且绝不止于文字层面。
首先是二赋开头与结尾的类似。鲍照《芜城赋》以“沵

迤平原”四字起笔，江淹《恨赋》则以“试望平原”四字开篇，
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别有用意？我们知道

《芜城赋》乃吊古之作，那么《恨赋》是否同样具有某种凭吊
意味？如果鲍照笔下的“平原”二字是广陵地貌的实写，那
么江淹所望“平原”又在何处？又《芜城赋》以“芜城之歌”作
结：“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
兮何言！”而《恨赋》同样以歌作结：“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
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
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字数虽有多寡之别，意思、包括用语
却颇为相近，如“秋风惊”之于“边风急”，“丘垄平”之于“丘
陇残”，“饮恨而吞声”之于“共尽兮何言”等，其间关联一望
可知。《恨赋》与《芜城赋》之首尾如此相似，原因究竟为何？
其次，《恨赋》对《芜城赋》语言的袭用不止于个别字

句。赵文称《恨赋》首尾某些用语纯从《芜城赋》末段化出并
不确切，《恨赋》篇首“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两句的确与《芜

城赋》末段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相关，但“蔓草萦骨，拱
木敛魂”却非化自“埋魂幽石，委骨穷尘”。《江淹集校注·前
言》论二赋词句相似，列举“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
吹四起”之于“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不误，
然“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之于“皆薰歇烬灭，光沉响
绝”并无关联，“莫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两句亦不得尽同
于“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说得准确些，《恨赋》所写
“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实对应于《芜
城赋》第一段中“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
地，歌吹沸天”；而“莫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两句乃“皆薰
歇烬灭，光沉响绝”，“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四句之略
写，“烟断火绝”即“薰歇烬灭”，“闭骨泉里”即“委骨穷尘”。
据此，《恨赋》对《芜城赋》的袭用与其说是文辞，不如说是
文意，亦即盛衰之变，悲凉之感，而这正是《芜城赋》的题旨
所在。所以，《恨赋》对《芜城赋》语言的袭用不能仅归结为
江淹对前人名篇写作技巧上的借鉴，而应该另有原因。
上节提到，自吴兴返回京口后的江淹完全有可能前往

景素葬身处凭吊，那么，当江淹置身于昔日的争战之地而

触景生情时，他是否会联想到鲍照这篇登临广陵故城而作

的《芜城赋》呢？
关于《芜城赋》之写作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或认为作
于元嘉二十八年（451）即北魏南犯之后；或认为作于大明
三、四年间（459-460），竟陵王刘诞之乱平定后不久。顾农
先生发表于 2008年的《重读鲍照〈芜城赋〉》一文对此问题
作了细密的考辩，认为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芜城赋》应作
于大明三年七月沈休之攻入广陵之后、大明五年鲍照入临
海王子顼幕之前。⑤果如顾文所言，则《恨赋》与《芜城赋》关
系如此密切便非偶然。我们姑不论刘诞作乱与景素谋反二
事是否具有可比性，或鲍照此赋是否意在表达某种隐衷，

但鲍照对广陵兵燹之后衰败景象的描绘，质疑天道，以及

“心伤已摧”、“吞恨者多”等感触，无疑会引发江淹的共鸣。
京口与广陵不过一江之隔，相去不远，而征讨景素之役对

京口造成的损毁，多少与当年的广陵相仿佛。⑥又刘诞战

死、景素被杀都在七月，一葬广陵，一葬京口，时间虽然相
隔了十七年，却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由此看来，《恨赋》与
《芜城赋》之所以存在诸多相似，并非由于江淹贪摭鲍照好
句，而更有可能是二者有着某种内在关联所致。无论是“试
望平原”之于“沵迤平原”，还是“春草暮兮秋风惊”之于“边
风急兮城上寒”，以至“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之于“天道如
何，吞恨者多”，其间异同均可由此种关联得到合理的解
释。
当江淹在元徽五年暮春凭吊建平王景素时，浮现在他

脑海的除了鲍照的《芜城赋》之外，应该还有他三年前被黜
吴兴时写下的《别赋》。“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
乎？”江淹纵有预感，也未必料到《别赋》篇末所言，竟然一
语成谶！当初离开京口时“眷然西顾”、“思心徘徊”之情状
犹在眼前，而今却人鬼殊途，难怪江淹会“心惊不已”，自称
“恨人”。正是这两个不同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江淹在构
思《恨赋》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芜城赋》与《别赋》作为参照
之对象，从而决定了《恨赋》与《芜》、《别》二赋多有类似。就
题旨而言，《恨赋》显然与《芜城赋》更多类同，都以申恨述
憾为中心。就结构而言，则《恨赋》更近于《别赋》。许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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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文絜》眉批称《别赋》“立格与《恨赋》同”，这话其实说反
了，不是《别赋》立格与《恨赋》同，而应该是《恨赋》立格与
《别赋》同。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恨赋》、《别赋》、《芜城赋》
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其纽结点则在于江淹

与建平王之隐情。所以，对于《恨赋》多袭用《芜城赋》语言
这一现象，恐怕也应该提出疑问，即江淹这样做，究竟是才

有未逮呢，还是有意为之？上文曾指出，诸如“秦帝按剑”、
“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不过是江淹有意设置的
一个路标；那么，《恨》、《芜》二赋首尾及部分用语的类同，
是否也是有意要让读者在二者之间引发联想呢？

五

还可再说几句的是对《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
一语的理解。李善注引《孟子·尽心上》：“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虑患也深。”并据之认为：“然心当云危，涕当云坠。
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3〕（P747）又其注《别赋》“心折骨
惊”：“亦互文也。”〔3〕（P756）意思是当作“心惊骨折”。李善此
说颇为后代注江赋者所取，甚至连钱钟书这样的大家也表

示认同，〔6〕（P1413）然细审《恨》、《别》二赋文意，李善所云恐非
正解。江淹之所以写作“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而非“孤臣坠
涕，孽子危心”，其意乃在以一种非常规的表述来传达自己
感受的强烈。危者，疾也，“危涕”即《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
建平王上书》所云“涕下若屑”；坠者，失也，毁也，“坠心”即
《别赋》“骨肉悲而心死”之“心死”，亦《诣建平王上书》“仰
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之意，如此方与下文“血下沾
衿”、“销落湮沉”相吻合。若是解作“危心坠涕”，则不过是
泛言孤臣垂泪，孽子心惧，实不足以表现江淹此时的伤痛

之感。《别赋》“心折骨惊”句亦复如此。江淹本作“使人意夺
神骇，心折骨惊”，所以要说互文，也应该是“心折骨惊”与
“意夺神骇”互文，“心”即“意”也，“骨”即“神”也，二句无非
是说别怨之深，离恨之广。“折”与“摧”同义，故“心折”即
“心摧”，如《哀千里赋》之“魂终朝以三夺，心一夜而九
摧”；⑦“骨”非骨肉之骨，乃“心”、“神”之喻耳，如《待罪江南
思北归赋》之“忧而填骨，思兮乱神”，《燕丹子》之“痛入骨
髓”。唐人顾况《酬本部韦左司》诗：“寸心久摧折，别离重骨
惊”，正用江淹本意。必拘于骨可折而心不可折之常识，将
其解作“骨折心惊”，是谓别离不但令人神伤，更能致人骨
折也。
应该说，李注之失，根源乃在相信江淹此赋为代古人

申恨之作，而不解孤臣孽子实江淹自况，故于《恨赋》之题
旨、心绪多有隔膜。后人因之，又据此判定江淹好奇尚异，
雕琢文字，⑧江淹若是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批评者固然有无的放矢之嫌，称誉者又何独不然。如
前引孙梅评语，谓《恨赋》“六事两两相比，不犯重复，故见
作法，岂止以铺叙见长者”。孙梅此评的前提，是认定江淹
所选乃古来言恨之“极著者”，但陶元藻的质疑已经表明这
一前提本身并不可靠，所以孙梅对《恨赋》的称誉便不免于
隔靴搔痒。又如许梿《六朝文絜》眉批所作概括，本承李善
题解而来，亦只谓江淹代古人申恨，故虽可为一说，却流于

皮相，并非知人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对《恨赋》（也包括《别赋》）的评价

与许梿之说关系颇为密切。如前引吴乾兑、刘修明《读江淹
〈别赋〉〈恨赋〉》即认为：《恨赋》、《别赋》“概括和抒发由于
社会矛盾引起的普遍的人类感情”并将其“上升到典型意
义上来”，“是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7〕（P132）赵乃增《总制
众善 博综杂变———略论江淹辞赋艺术》进一步指出：
《恨》、《别》二赋“并非抒写一时一地特定情境下的个人自
我的某种情感，而是描述古今广泛发生的，人生中带普遍

性的抽象情感，对众多类型的恨事与别愁进行排比与集

合”。江淹“将辞赋描写的主体从具体的物象世界，转向抽
象的情感世界，而且突破自我个体情感的特殊性局限，深

入、拓展到一般性的，超越自我个体的抽象情感世界，开辟
了辞赋对难以把握和体现的心理、情绪的探索和剖析……
抒情赋至江淹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超越了自我个体局限

的单一性而通向社会群体之无限的复杂性。这样，《恨》
《别》二赋便与社会各类人物的情感体验发生通感，发生广
泛的共鸣。这是江淹对辞赋艺术的突出贡献”。〔11〕（P76-77）显
然，上述观点的提出正以许梿所作概括为依据，既然“《别
斌》分陈八类离别之苦，《恨赋》缕述八种饮恨之悲”，〔5〕（P60）

那么江淹所写自然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恨、别之
情，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的人类感情”。这样一种理解为
《恨》、《别》二赋赢得了“创格”（许梿语）的美誉，同时也将
作为创作个体的江淹本人独有的情感体验悬置起来。一个
显见的事实是，自唐以后，拟作《恨赋》、《别赋》者代不乏
人，其中甚至不乏像李白这样的旷世之才，但鲜有堪与江

赋媲美者。钱钟书《管锥编》论及江淹《恨赋》时有云：“李
白号‘仙才’、‘天才绝’，而所作《拟〈恨赋〉》，了无出语，未
见飞仙绝迹，只似寿陵学步，唐临晋帖，尚不足言拟议以

成变化也。”〔6〕（P1412）所以如此，并非才有高下，而毋宁说是
缺少江淹那种刻骨铭心的创作体验所致。
以上解读虽觉疏阔，至少还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误

读，而据江淹《自序》所言，认定《恨》、《别》二赋乃江淹“自
娱”之作，进而质疑江淹创作的主要动机为“自申愁恨”，⑨

则几同凿空之论，其与真相之隔又岂止“一尘”而已。至于
称《恨》、《别》二赋的新颖之处在于排比铺叙同类典实，亦
即所谓“类书化”写作，更是欲褒实贬，似为“江郎才尽”之
说做一注脚也。
当然，指出江淹之作《恨赋》与其特有的经历、体验密

切相关，并不意味着可以借此将前人之说一概否定。依美
国当代文论家赫施（Eric Donald Hirsch）之见，所谓诠释的
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含义（Sinn），二是
文本的意义（Bedeutung），前者是作者赋予的，恒定的，而后
者则因读者而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⑩据此，对于江淹

《恨赋》的解读也就可以有两种：一是侧重对文本含义的探
求，如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二是侧重对文本
意义的理解，即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
其情而自得”。两种解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无论作何种
解读，均当如钱钟书所言：除了由文本入手领会作品之题

旨之外，“须复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
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
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
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
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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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13〕（P171）

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

〔注释〕

①参看朱永嘉博文：《关于生与死的思考（中）———重读江
淹的〈别赋〉与〈恨赋〉》，文章网址：http：//blog.sina.com.
cn/s/blog_5ce3afd90100srlz.html。

②本文所引江淹作品皆据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
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 1984年版，不再逐条出注。

③参看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 6期。

④曹道衡先生《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文载《艺文志》第三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曾指出，李陵、冯衍和嵇
康三人在江淹心目中，“都是有才能、有抱负而不被理
解，‘名辱身冤’、‘赍志没地’的，所以引以自比。至于明
妃之‘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也是以男女比君
臣的常例，仍属自况之辞。特别是赋的后面讲到：‘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

风汨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更是他贬
官吴兴时心情的写照。”曹先生看出《恨赋》所写李陵等
四人均有江淹自况之意，堪称慧眼，可惜未能对江淹为

何选此四人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若衡以江淹写作《恨
赋》之用意，犹或有间。

⑤参看顾农《重读鲍照〈芜城赋〉》，《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8年第 4期。顾文特别引述清人汪中《广陵通典》所
记，证实广陵之被称为“芜城”乃在沈庆之破城之后：“城
陷之日，云雾晦冥，白虹临北门，亘属城内。自后广陵每
风晨雨夜，有号哭之声，当时谓之芜城。”从《芜城赋》第
二段所写景色及篇末“边风急兮城上寒”来看，鲍照登临
广陵古城的时间当在冬季，故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大明三

年或四年冬，若是前者，则距广陵城破、刘诞被杀不过半
年左右，更易引发江淹的感慨。

⑥据《宋书·文九王传》，由冠军将军任农夫等率领的朝廷
军队到达京口后，即“放火烧市邑”，这与元嘉二十七年
文帝下旨“焚烧广陵城府船乘”（《宋书·索虏传》）、大明
三年刘诞“焚烧郭邑”（《宋书·文五王传》）不乏相似。

⑦江淹《泣赋》云：“心蒙蒙兮恍惚，魂漫漫兮西东。咏河、兖
兮故俗，眷徐、杨之遗风。眷徐、杨兮阻关梁，咏河、兖兮
路未央。道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其中末两句《太
平御览》卷四八八“泣”字下引作：“虑尺折而寸断，魂一
逝而九伤。”两相比较，应该说《御览》所引于义为长，当
是江赋原文。“虑尺折而寸断”正对应上文“心蒙蒙兮恍
惚”，而“魂一逝而九伤”亦与屈原《九章·抽思》“魂一夕
而九逝”、江淹《哀千里赋》“心一夜而九摧”相合。今本改

“虑”为“道”，亦“骨折心惊”之类也，岂江淹之本意哉！
“虑”尚可“尺折而寸断”，则“心折骨惊”又何须以互文解
之。

⑧如近人刘师培《文说·析字篇》道：“别有慧业才人，创造
险语，鬼斧默运，奇句自矜，或颠倒以为奇，或割裂以示

巧：由是‘坠心危涕’，文通互易其文。”今人曹道衡《汉魏
六朝辞赋》也说：“由于作者刻意求新，有时遣词有欠通
处，如‘心折骨惊’一语，就颇为论者疵议。”俞绍初、张亚
新《江淹集校注·前言》认为：江淹集中不但章表之作“堆
砌典故，雕琢词藻，一些诗赋也不例外。如《别赋》中‘使
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恨赋》中‘或有孤臣危涕，孽子
坠心’就是刻意雕琢的著名例子。这些显然都是不足取
法的。”

⑨参看邬国平《江淹为何写〈恨赋〉〈别赋〉》，《文史知识》，
2011年第 7期。邬文写道：“从江淹用‘自娱’表白他写作
的心迹来看，可以肯定仅仅从作者自申自述其愁恨的维

度理解这两篇作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与作者写这两

篇赋真实的、根本的缘起尚隔一尘。”
⑩参看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 16-17页及中译本前言，王
才勇译，三联书店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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